
 

地区间制度期望落差与企业社会责任
响应行为

−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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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制度环境对企业战略行为的影响备受关注。文章结合制度理论和企业行为理论的逻辑框

架，将企业所在地区的实际制度发展水平低于同行业其他企业所在地区的制度期望水平的差距，界定

为地区间制度期望落差，基于此，探讨了企业在面临地区制度期望落差时的社会责任响应行为。研究表

明：地区制度期望落差困境促使企业通过增强社会责任战略响应程度降低不确定性，释放良好声誉信

号和构建社会网络，以此应对制度不均衡带来的相对制度空隙。进一步，当面对地区制度期望落差时，

企业通过模仿同行业领先企业社会责任行为降低不确定性与成本，同行业领先企业较高的社会责任水

平将强化制度期望落差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正向关系；分析师关注度通过提升社会责任战略的有效

性增强管理者动机，从而强化制度期望落差与社会责任之间的正向关系；充足的资源禀赋则会增强制

度期望落差困境下企业实施社会责任战略的资源能力，由此强化了二者之间的正向关系，而较高程度

的绩效期望落差则起到相反作用。文章尝试结合中国转型制度背景的特殊性，从地区制度期望视角透

析企业非市场战略的决策动机及影响机制，拓展了企业行为理论在中国转型制度背景下的研究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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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搭乘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快车，展现出巨大的经济活力，同时亦

面临中国制度环境兼具“新兴经济”和“转型经济”特征的独特困境与挑战(陈凌和王昊, 2013; 李

雪灵等 , 2018)。中国制度背景的特殊之处在于，除了“新兴经济”国家层面普遍存在的制度空隙

和缺陷特征以外，更具有“转型经济”国家内部地区层面制度发展差异化不均衡特征，以及渐进

式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非市场环境的重要治理作用(田志龙等 , 2007; 陆亚东 , 2015)。如何刻画

中国制度环境发展的差异性和非均衡性，以及探讨中国企业如何对特殊的转型制度环境作出

有效应对，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探讨的重要问题(Davis,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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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对中国制度环境如何影响企业成长及战略响应行为的研究大多将中国归入新兴经济

体进行探讨，强调企业所处制度环境的制度空隙和制度缺陷等普遍性特征对企业战略决策的

重要作用(Luo和Wang, 2012; Shi等 , 2017)，而对中国制度转型背景下内部制度差异化和不均衡

等特殊性特征导致的地区间制度发展水平相对差距对企业战略响应行为的影响有所忽视。尽

管近年来制度距离研究开始关注国家间制度相对差距对新兴市场企业跨国投资决策的影响

(Hernández和Nieto, 2015)，但其比较局限于跨国企业母国与东道国间，而对同一国家内部不同

地区之间制度发展上的相对差距依然缺乏关注(Van Hoorn和Maseland, 2016)。

纵观已有文献，学者大多关注企业如何通过市场化战略被动应对新兴市场国家普遍存在

的制度空隙或缺陷，如削弱创新投入(Brinkerink和Rondi, 2021)、降低创业精神(Webb等 , 2020)以

及制度逃离(李新春和肖宵 , 2017)等。然而，在渐进式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中国企业更多地面

临非市场环境的影响(田志龙等, 2007)，甚至相对于西方企业而言，中国制度转型背景下非市场

环境对企业成长及成功的影响更大(He等 , 2007)。而非市场战略是企业在非市场环境中为谋求

有利于自己的市场环境或增加企业整体价值而主动影响利益相关者的战略行为(Hillman和Hitt,

1999)。探讨企业如何采取非市场战略积极主动地响应中国的转型制度环境具有更特殊的情境

意义与研究价值。

基 于 企 业 行 为 理 论 和 制 度 理 论 ， 本 文 通 过 构 建 地 区 制 度 期 望 落 差 (regional institutional

aspiration gap)这一相对水平概念来探讨由制度发展在中国不同地区间的非均衡性导致的相对

制度效率差距如何驱动企业非市场战略−社会责任响应行为。社会责任是企业目前所采取

的最常见的非市场战略之一，具有更高的实践可操作性及普遍性(谢佩洪等, 2010)，并与经营绩

效、财务绩效一同构成了企业战略绩效评价体系的重要基石(徐光华等, 2007)。本研究将非市场

战略纳入制度期望落差的响应行为中，强调非市场战略对企业主动应对制度空隙的重要性，尤

其在中国典型的转型环境下研究非市场战略更具理论和应用价值。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组织的外部制度环境和地区制度期望落差

制度环境被定义为“为生产、交换和分配奠定基础的一套政治、社会和法律的基本规则”

(Davis和North, 1971)。它可以降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提高市场有效性。相

较于通过参与更含蓄的社会构建过程运作的非正式制度，当前制度文献更侧重于探讨对市场

有效性产生直接影响的正式制度对企业成长及战略决策的影响机制(Doh等 , 2017)。基于制度

理论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制度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聚焦新兴经济体制度空隙等普遍性特征

对企业战略行为影响的研究视角仍停留在国家层面制度发展的绝对水平上。尽管近年来制度

距 离 研 究 开 始 关 注 母 国 与 东 道 国 间 制 度 相 对 差 距 对 新 兴 市 场 企 业 跨 国 投 资 决 策 的 影 响

(Hernández和Nieto, 2015)，但亦未更多关注中国这类转型制度体制下国家内部制度不均衡、非

市场环境治理作用等特殊性对企业战略行为的影响。除此之外，目前研究更多关注企业如何通

过调整市场化战略，被动应对新兴经济体国家正式制度空隙或缺陷，而对企业非市场战略响应

行为的关注不够。这无法很好地解释在中国这类转型经济国家的市场与非市场环境并存的特

殊制度情境下，企业为谋求市场机会或增加整体价值而主动影响非市场环境所表现的具有独

特性的战略响应行为。

中国转型制度环境的特殊性体现在中国市场经济制度转型和变迁带来的地区间制度发展

的差异性和非均衡性，以及在渐进式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中国社会经济中始终面临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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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因素)和大政府(非市场因素)的双重力量(蔡莉和单标安 , 2013)。这些特殊性影响着中国情

境下企业战略响应行为的差异性，尤其是非市场战略的决策导向和行为选择不同于西方企业

(田志龙等 , 2007)，如何充分考虑诸如中国这类转型经济体的制度特殊性对企业非市场战略响

应行为的影响成为当前研究关注的重点(陆亚东 , 2015)。企业行为理论与制度理论的结合为探

讨中国转型制度发展的差异性和不均衡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基于此，本文将企业行为理论

的研究范式和逻辑框架与传统制度理论相融合，提出“地区制度期望落差”这一概念，对中国制

度环境的特殊性−地区间制度发展的差异性和非均衡进行刻画，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制度期

望落差-社会责任战略响应”的制度期望反馈逻辑框架，来解释中国企业应对转型制度发展的

不均衡性所实施的战略响应行为。

企业行为理论的绩效反馈机制认为企业实际绩效与绩效期望水平之间的相对差距形成绩

效期望反馈，进而影响着企业的战略决策(Cyert和March, 1963; Greve, 2003)。本文参考企业行为

理论的绩效反馈逻辑框架，融合制度理论对转型经济体国家制度环境的研究，提出中国转型制

度环境下的制度期望反馈逻辑框架。该逻辑框架认为，组织基于所在地的制度发展水平，与相

似参考群体(同行业企业)所在地的制度发展水平进行对比，确定本企业所处外部制度发展水

平的“顺境”或“困境”状态，困境状态会影响组织为弥补制度期望落差困境而采取战略响应行

为。在该逻辑框架下，参考群体所在地的制度发展水平被看作制度期望水平，本企业将所在地

的实际制度发展水平与之相对比，如果高于制度期望水平，则称之为制度期望的“顺境”状态，

即地区制度期望顺差，表明当地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的稳定性、完备性和协调性相对更好；相

反，则称之为制度期望的“困境”状态，即地区制度期望落差，表明当地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处

于一种制度相对脆弱或失灵的状态。

制度期望差距是针对中国转型制度背景的特殊性而提出的概念，旨在全面刻画我国地区

间制度发展水平的相对差异性和不均衡特征。而制度期望反馈机制则提出了转型制度背景下

制度发展的相对差距对企业战略响应决策的影响逻辑，企业会根据面临的制度期望落差判断

自身处于相对(而非绝对)制度空隙，从而主动(而非被动)进行战略响应。这一概念和逻辑框架

关注了国家内部不同地区间制度发展不均衡的特征，比较是在实际制度水平与制度期望水平

间进行的。本文将制度期望落差视作一种消极的制度期望反馈，认为制度期望落差会使当地企

业因缺乏相对(而非绝对)高效的正式制度的竞争和市场空间，从而增加了在该类新兴和转型

制度环境中管理企业的挑战。这将激发制度期望落差反馈机制的产生，即组织将会通过实施战

略响应行为来弥补由此产生的相对制度期望落差困境。

（二）地区制度期望落差与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响应

如上所述，地区制度期望落差意味着本地支持市场功能及运作的正式制度安排处于相对

薄弱或失灵的状态。地区制度期望落差的扩大加剧了经营不确定性、增加了合约风险、阻碍了

市场形成，最终造成了市场的低效(Doh等 , 2017)，对当地企业发展形成阻碍。制度期望落差在

留下正式制度缺口的同时，也诱发了企业通过其他支持机制进行复杂的替代性安排(Webb等 ,
2014; 何轩和马骏 , 2018)。而企业社会责任战略被视为企业构建关系网络、降低合约风险、降低

不确定性、释放信号以填补正式制度空隙的重要非市场战略，在中国转型制度的特殊情境下起

着重要作用(谢佩洪等 , 2010)。本文认为企业将积极采取社会责任战略来应对不断扩大的地区

制度期望落差，这是因为：

首先，制度期望落差意味着监管的相对不确定性、政策的波动性以及市场制度基础设施的

相对空白，将增大企业资源获取及行为结果的不确定性。例如，监管的不确定性和资本市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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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基础设施的相对薄弱会增大企业获取金融资源的难度，劳动力市场制度基础设施的相对薄

弱则会导致企业难以取得优质的人力资源，而政策波动程度的相对较高可能导致企业经营环

境的不确定性上升，使企业难以推测市场趋势及行为结果。社会责任战略可以帮助企业部分缓

解融资约束(顾雷雷等, 2020)，维护并吸引优质劳动力资源(Flammer和Luo, 2017)，与政府等关键

利益相关者建立良好关系(Ge等 , 2019)，从而降低企业在制度期望落差情境下资源获取及行为

结果的不确定性。

其次，地区制度期望落差还意味着当地市场相对于其他地区缺乏中介机构来有效连接买

方和卖方以支持市场形成，从而阻碍了当地资本、劳动力和产品市场的经济交换，导致较高的

交易成本，破坏市场有效性。新兴市场下社会责任战略成为填补当地制度空隙的重要响应策

略。制度期望落差困境下，企业可以通过社会责任战略与市场买卖和交易主体构建良好的社会

网络，如非正式关系、企业合作联盟、跨部门伙伴关系等，从而填补中介组织和机制的正式制

度 缺 失 ， 推 动 当 地 资 本 、 劳 动 力 和 产 品 市 场 等 交 易 主 体 的 广 泛 市 场 参 与 ， 以 促 进 经 济 交 换

(Peng和Luo, 2000)。并且企业可以通过社会责任战略的实施，提高企业内外部关系网络的稳固

性，以此克服制度期望落差困境下正式制度不确定性的挑战(Khan等, 2018)。企业通过社会责任

战略建立的非正式制度社会网络可以协助企业获取资源能力、降低信息差造成的交易成本、提

高经济交换的效率，来弥补制度期望落差下市场交易成本较高、有效性受损的缺陷。

最后，地区制度期望落差的扩大意味着本地市场的信息模糊性上升、有效的合同执行及产

权保护机制相对缺乏、监管和法律制度相对薄弱，从而增加了当地企业在经济交易中涉及的信

息不对称，导致合约风险上升。高度发达的制度环境为经济交易创造了透明度，并为产权保护

提供了可靠的政治和法律制度保障。然而，地区制度期望落差意味着本地相对缺乏强有力的合

同执行与产权保护机制，监管及法律制度相对薄弱(Ge等 , 2019)，从而加剧本地企业经济交易

中面临的信息不对称性和模糊性，增加合约风险。面对制度期望落差造成的信息不对称，由于

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企业价值、企业发展态势正相关，可以反映企业的经营状况(顾雷雷

等 , 2020)，企业可以通过社会责任战略主动释放经营信号，缓解市场的信息不对称(Tashman等 ,
2019)。企业还可以通过社会责任战略释放合法性信号，提升企业形象和声誉(Porter和Kramer,
2002)，从而降低制度期望落差情境下交易对象面临的合约风险。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1：地区制度期望落差越大，企业实施社会责任战略响应行为的程度越高。

（三）地区制度期望落差与企业社会责任的调节机制

基于上文论述，地区制度期望落差将促进企业实施社会责任响应行为，随着地区制度期望

落差的扩大，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程度更高。本文在此基础上提出地区制度期望落差对企业社会

责任履行的促进作用并非同质的，地区制度期望落差对企业社会责任响应程度的影响还取决

于组织外部情境是否增强企业社会责任动机，即行业领先企业的成功经验与示范效应(同行业

领先企业社会责任水平)、分析师对社会责任信息的关注扩散与积极评价(分析师关注度)；同时

这种影响还取决于组织是否拥有足够的资源能力(企业资源禀赋)与优先的管理者注意力(绩效

期望落差)来支持社会责任战略响应的履行。

1.同行业领先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的调节作用。制度理论认为，模仿行为是企业应对环境不

确定性的理性回应，通过模仿成功的或具有类似特征的其他组织行为，可减少组织为降低不确

定性而发生的搜寻成本，帮助组织获取合法性(Cyert和March, 1963)。当企业面临制度落差困境

带来的不确定性时，模仿同行业领先企业的战略行为则成为应对制度期望落差的有效战略。这

意味着在地区制度期望落差扩大的情境下，如果同行业领先企业采取社会责任战略的程度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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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则本企业会积极模仿，从而实施社会责任战略的程度越高。这是因为：首先，由于目前国内

社会责任履行缺乏统一的规范体系，企业可能通过模仿同行业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降低社会

责任战略的决策成本与实施的不确定性(沈洪涛和苏亮德, 2012)。研究表明，组织倾向于模仿那

些在其所处领域看上去更成功、更具合法性的类似组织(DiMaggio和Powell, 1983)，由于同行业

所需的资源、市场及产品服务往往高度相似，并且行业领先企业可能掌握更多的信息及经验，

因此企业模仿同行业领先企业有利于降低社会责任战略的决策成本与实施的不确定性。同行

业领先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程度越高，企业模仿并进一步提高自身履行社会责任的可能性越大。

其次，在制度期望落差下，市场的信息不透明度更高，企业难以完全了解同行业其他企业的社

会责任履行情况，而同行业领先企业受到更多关注，其社会责任行为更易被了解和模仿。最

后，在制度期望落差困境压力下，组织有选择地模仿同行业企业，规模较大、较为成功或较有

声望的企业更易成为被模仿的对象(Lieberman和Asaba, 2006)。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2：同行业领先企业社会责任水平正向调节地区制度期望落差与企业社会责任响应行为

之间的关系。

2.分析师关注度的调节作用。社会责任响应为企业提供合法性、赢得利益相关者信任，作

为重要的信号战略帮助企业在制度不完备的情况下建立竞争优势(Tashman等, 2019)。企业社会

责任的回报取决于利益相关者对其社会责任行为的知晓程度(Du等 , 2010)，当利益相关者对企

业社会责任行为有更广泛更深入的了解时，企业从中收益更大，也更有动力履行社会责任战

略。这表明在地区制度期望落差扩大的情况下，相对于受分析师关注度低的企业，受分析师关

注度高的企业将具有更高动机通过社会责任战略应对制度落差困境。这是因为：首先，分析师

具有更广的信息收集和传播渠道，同时具备熟练的信息提炼加工能力及专业的信息分析技术，

能够有效降低信息不对称(潘越等, 2011)，提高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知晓程度。在

制度期望落差扩大的背景下，信息交换机制欠缺、企业信号释放渠道较少，投资者很难知道企

业是否在从事社会责任战略响应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分析师关注度高的企业拥有更多的宣传

途径和更高的曝光度，其企业社会责任信息能够通过分析师研报被更广泛地传播和深入解读

(Doh等 , 2010)。因此，分析师关注度更高的企业在制度期望落差情况下履行社会责任响应战略

的回报更高，促使企业更加积极地履行社会责任战略。其次，企业的社会责任信息已成为评价

企业经营状况的风向标，分析师对企业的社会责任承担行为持更加积极的态度，认为企业社会

责任可提高绩效(Flammer, 2013)。因此，受分析师关注度高的企业在制度期望落差的困境下，不

仅社会责任信息能被投资者更广泛地知晓，也更容易从社会责任履行中获得积极评价，有利于

弥补制度期望落差困境并获得更多回报。因此，在拥有更高分析师关注度的情况下，企业具备

更高的动机将社会责任行为作为制度落差困境下的战略响应。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3：分析师关注度正向调节地区制度期望落差与企业社会责任响应行为之间的关系。

3.企业资源禀赋的调节作用。当企业面对不断扩大的制度期望落差时，社会责任战略可帮

助企业应对制度环境不确定性、改善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填补中介机制等正式制度的缺失，促

进市场的形成和有效运转，而企业的资源禀赋状态则影响着企业社会责任战略的执行能力，在

地区制度期望落差扩大的情况下，相较于资源禀赋低的企业，资源禀赋高的企业将具有更强的

能力推动社会责任战略的实施。这是因为：首先，资源禀赋是企业面对“问题状态”产生战略响

应的基础(Cyert和March, 1963)，充足的资源禀赋促进企业产生针对问题解决的战略响应，为企

业实施战略行为提供资源支持(Iyer和Miller, 2008)。地区制度期望落差意味着企业所处的本地

制度环境处于“不满意”的问题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充足的资源禀赋将促进企业采取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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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以应对本地制度期望落差困境，并且为企业执行社会责任战略提供强有力的资源支持。其

次，企业资源禀赋越多，管理者将拥有更大的经营自主权(Finkelstein和Hambrick, 1990)，在面对

制度期望落差时将拥有更大的调整余地来实施战略。资源禀赋构成了企业与制度环境间的缓

冲，降低了管理者战略施行的试错成本(Levinthal和March, 1993)，相较于缺乏可支配资源的管理

者履行社会责任战略的能力受限、试错成本较高，具备资源禀赋的管理者有更大的自由和能力

履行社会责任战略并承担风险。由此，当地区制度期望落差扩大时，拥有资源禀赋更多的管理

者会具备更好的基础条件和战略弹性来选择并实施社会责任战略。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4：企业的资源禀赋正向调节地区制度期望落差与企业社会责任响应行为之间的关系。

4.绩效期望落差的调节作用。绩效期望落差对企业的战略决策与执行有重要的影响作用

(连燕玲等 , 2015)。绩效期望落差一方面会限制制度期望落差下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战略的资源

能力，另一方面会迫使制度期望落差下企业将有限的注意力与资源转移至财务目标。这意味着

绩效期望落差可能削弱地区制度期望落差对企业社会责任响应行为的促进作用。这是因为：首

先，绩效期望落差表明企业处于经营困境中，盈利能力与财务绩效相对不佳，财务资源与可用

的闲置资源减少(Kuusela等 , 2017)，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战略投入的财务空间缩小，管理者履行

社会责任战略的程度受到限制，企业缺乏充足的资源能力来履行社会责任战略，从而削弱了制

度期望落差对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响应的促进作用。其次，企业通常追求多个管理目标，决策者

遵循顺序注意逻辑在目标之间分配注意力，在实现重要性更高的管理目标之后才会将注意力

转移至下一目标(Cyert和March, 1963)。财务绩效是企业首要的管理目标，也是企业最基础的责

任 (Greve, 2008)。绩效期望落差下企业会将大部分注意力和更多资源用于解决财务绩效问题

(Xu和Zeng, 2021)，从而将分散制度期望落差情境下企业对社会责任战略响应的注意力以及资

源投入。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5：绩效期望落差负向调节地区制度期望落差与企业社会责任响应行为之间的关系。

三、  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以2007—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基础样本库，为确保样本选择的合理性，对上

市公司进行严格筛选：(1)剔除ST、*ST和PT公司样本；(2)剔除金融行业上市公司样本；(3)剔除

数据存在严重缺失的公司样本。地区制度期望落差计算的核心基础指标由各版《中国分省份市

场化指数报告》手工摘录所得，目前从该系列报告中可以获得的省份市场化指数的年限区间

为1997—2019年。慈善捐赠数据来自国泰安(CSMAR)公司研究系列中的社会责任子数据库下

《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基本信息表》，该表自2006年开始披露企业慈善捐赠数据，因此该部分

数据的年限区间为2006—2020年。其他企业层面数据 (包括企业年龄、规模、董事会、高管信

息、财务指标、注册地等 )主要来自于国泰安 (CSMAR)数据库。本文所使用的最终样本包含了

2007—2020年3 352家沪深A股上市公司个体，共计20 090个观测值。

（二）模型设定

基于本文的研究假设，设定以下待检验模型：

Donationi,t =β0+βl

∣∣∣Il
(
Pi,t−1−Ai,t−1

)
< 0
∣∣∣+β2

∣∣∣Il
(
Pi,t−1−Ai,t−l

)
< 0
∣∣∣×Charityi,t−l+

β3
∣∣∣Il
(
Pi,t−1−Ai,t−l

)
< 0
∣∣∣×Analysti,t−l+β4

∣∣∣Il
(
Pi,t−1−Ai,t−1

)
< 0
∣∣∣×

Slacki,t−1+β5
∣∣∣Il
(
Pi,t−1−Ai,t−1

)
< 0
∣∣∣×Per f pbai,t−1+β6Charityi,t−1+

β7Analysti,t−1+β8Slacki,t−1+β9Per f pbai,t−1+β10Cni,t−1+εi,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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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Donationi,t表示企业的社会责任响应行为程度。|I1(Pi,t−1−Ai,t−1)<0|①
表示企业面临的地区制度

期 望 落 差 程 度 。 调 节 变 量 包 括 同 行 业 领 先 企 业 的 社 会 责 任 水 平 (Charity i , t−1)、 分 析 师 关 注 度

(Analysti,t−1)、资源禀赋(Slacki,t−1)和绩效期望落差(Perfpbai,t−1)。Cni,t−1代表控制变量，如企业寿命、规

模、资产负债率、两职兼任、高管持股比例等指标。此外，为了控制企业个体中难以观测的潜在

因素和时间因素对企业社会责任响应产生影响，控制了企业个体效应和年份效应。

（三）变量测量

1.被解释变量：社会责任响应行为(Donationi,t)。采用企业社会捐赠来衡量企业的社会责任

响应程度，具体通过企业当期捐赠金额加1再取自然对数来测量(Wang和Qian, 2011)。

2.解释变量：地区制度期望落差(|I1(Pi,t−1−Ai,t−1)<0|)。借鉴企业行为理论中的绩效期望落差的

变量核算方法(连燕玲等 , 2015)，结合刻画中国地区制度发展水平的樊纲市场化指数(罗党论和

唐清泉 , 2009; 陈凌和王昊 , 2013)，将地区制度期望落差(|I1(Pi,t−1−Ai,t−1)<0|)定义为企业注册地所

在省份的地区发展的实际制度水平(Pi,t−1)与制度期望水平(Ai,t−1)间的落差程度。其中I1表示企业

注册地实际制度水平(Pi,t−1)低于制度期望水平(Ai,t−1)的虚拟变量，如果企业注册地实际制度水平

低于制度期望水平，那么I1=1，否则为0；Pi,t−1代表第 t−1期企业 i注册地所在省份的实际制度水

平，选取樊纲市场化总指数作为基础指标进行衡量。借鉴企业行为理论的核算方法，Ai,t−1代表

企业i在t−1期的组织制度期望水平，由企业所在行业的所有竞争者注册地所在省份制度水平的

平均值计算得到。  综合上述所有变量界定，I1(Pi,t−1−Ai,−1)表述企业i在t−1期面临的地区制度期望

落差程度，取绝对值后的数值(|I1(Pi,t−1−Ai,t−1)<0|)越大，则意味着企业i在t−1期面临的地区制度期

望落差的程度越大。

3.调节变量。(1)行业领先企业社会责任水平(Charityi,t−1)。采用行业中按照资产规模排名前

1%的企业(若包含所观测企业 i则剔除)的慈善捐赠金额的平均值进行衡量
②

。(2)分析师关注度

(Analysti,t−1)。采用该公司分析师人数的自然对数进行衡量。(3)资源禀赋(Slacki,t−1)。采用现金占资

产比值来衡量企业资源禀赋。(4)绩效期望落差(Perfpbai,t−1)。参照Greve(2003)和连燕玲等(2015)的

研究，利用企业实际财务绩效(ROA)低于财务绩效期望的落差的绝对值来衡量，其中财务绩效

期望利用企业所在行业的平均绩效来衡量。同时，参照以往的研究，将绩效期望顺差作为控制

变量放入回归模型中。

4.控制变量。为了控制企业基本特征、财务结构、治理结构及内外部经营环境对社会责任

响 应 行 为 的 影 响 ， 选 择 以 下 控 制 变 量 ： （ 1） 企 业 年 龄 (Life i , t−1)： 企 业 成 立 至 今 所 经 历 的 年 数 。

（2）企业规模(Sizei,t−1)：企业营业收入的自然对数。（3）绩效期望顺差(Perfpaai,t−1)：企业实际绩效

高 于 绩 效 期 望 的 正 向 截 距 。 （ 4） 资 产 负 债 率 (Debt i , t − 1)： 负 债 占 总 资 产 的 比 值 。 （ 5） 两 职 兼 任

(Dualityi,t−1)：若董事长兼任CEO，该变量编码为1；反之则为0。（6）董事会规模(Boardi,t−1)：企业董

事会总人数。（7）高管持股比例(Esharei,t−1)：企业CEO持股数量占总股数的比值。（8）股权集中度

(Owni,t−1)：企业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的赫芬达尔指数。（9）企业产权属性(Privatei,t−1)：若企业为民

营企业，该变量编码为1；反之则为0。（10）制度期望顺差(|I1(Pi,t−1−Ai,t−1)>0|)：企业注册地的制度水

平高于制度期望的正向截距。

（四）描述性统计分析

为了避免异常值对研究结果产生影响，对连续变量在1%程度上进行缩尾处理。表1列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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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文旨在探讨企业过去的制度期望落差对未来战略响应行为决策的影响，参照组织绩效反馈与战略响应的相关文献

(Greve, 2003; 连燕玲等, 2015)，对自变量、调节变量和所有控制变量均采取滞后一期处理。

②因企业慈善捐赠数额较大，为使后续回归结果的系数显示更清晰，对该变量取对数处理。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社会责任响应行为(Donationi,t)的均值为2.148，标准差为5.080，表

明企业之间社会责任响应行为差异明显。地区制度期望落差(|I1(Pi,t−1−Ai,t−1)<0|)的均值为0.846，

标准差为1.175，最大值为10.042，表明企业注册地所在省份的制度水平低于其制度期望水平的

最大程度为10.042。行业领先企业社会责任水平(Charityi,t−1)的均值为6.707，最大值为17.889；分

析师关注度(Analysti,t−1)的均值为1.385，标准差为1.164；资源禀赋(Slacki,t−1)的均值为0.042，标准差

为0.073；绩效期望落差(Perfpbai,t−1)的均值为0.019，标准差为0.048，表明该变量在样本企业之间

的离散程度较高，最大值为0.313，表明企业实际绩效水平低于其绩效期望水平的最大值为

0.313。除此之外，企业年龄(Lifei,t−1)均值为17.824，表明样本企业的平均寿命约为18年。企业产权

属性(Privatei,t−1)的均值为0.530，表明本研究中有53%的样本来自民营企业。
 

表 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Variable N Mean Std. Dev. Min Max

Donationi,t 20 090 2.148 5.080 0.000 17.179

|I1(Pi,t−1-Ai,t−1)<0| 20 090 0.846 1.175 0.000 10.042

Charityi,t−1 20 090 6.707 5.548 0.000 17.889

Analysti,t−1 20 090 1.385 1.164 0.000 3.761

Slacki,t−1 20 090 0.042 0.073 −0.214 0.242

Perfpbai,t−1 20 090 0.019 0.048 0.000 0.313

Lifei,t−1 20 090 17.824 5.597 5.000 32.000

Sizei,t−1 20 090 21.309 1.489 17.253 25.322

Perfpaai,t−1 20 090 0.014 0.029 0.000 0.189

Debti,t−1 20 090 0.455 0.214 0.057 0.985

Dualityi,t−1 20 090 0.250 0.433 0.000 1.000

Boardi,t−1 20 090 10.293 2.769 4.000 27.000

Esharei,t−1 20 090 4.382 10.575 0.000 52.410

Owni,t−1 20 090 0.158 0.115 0.013 0.555

Privatei,t−1 20 090 0.530 0.499 0.000 1.000

|I1(Pi,t−1-Ai,t−1)>0| 20 090 0.390 0.556 0.000 3.838
 

四、  实证检验

（一）地区制度期望落差与企业社会责任响应行为之间的关系检验

表2列示了地区制度期望落差与企业社会责任响应行为之间关系的检验结果。其中，模型

(1)为基础模型，包含所有调节变量与控制变量。模型(2)中进一步加入自变量检验，结果显示：

地区制度期望落差(|I1(Pi,t−1−Ai,t−1)<0|)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coef.=0.101, p<0.05)，并且这一结果在

加入交互项后的模型(2)−(7)中依旧稳健，表明地区制度期望落差对企业社会责任响应行为存

在显著的正向影响，由此假设1得到验证。

（二）地区制度期望落差与企业社会责任响应行为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检验

该部分进一步分析同行业领先企业社会责任水平、分析师关注度、资源禀赋和绩效期望落

差对地区制度期望落差与企业社会责任响应行为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首先，表2模型(3)检验

了同行业领先企业社会责任水平对地区制度期望落差与本企业社会责任响应行为之间关系的

调节作用。结果显示：同行业领先企业社会责任水平与地区制度期望落差的交互项(|I1(Pi,t−1−Ai,t−1)<0|×

Charityi,t−1)系数显著为正(coef.=0.006, p<0.01)，并且这一结果在全模型(7)中依然稳健(coef.=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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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表明随着同行业领先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的提高，地区制度期望落差下企业模仿同业领

先水平进而实施社会责任行为的力度更大，假设2得到验证。其次，模型(4)检验了分析师关注

度对地区制度期望落差与企业社会责任响应行为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显示：分析师关注

度与地区制度期望落差的交互项(|I1(Pi,t−1−Ai,t−1)<0|×Analysti,t−1)系数显著为正(coef.=0.115, p<0.01)，

且在全模型(7)中依然稳健(coef.=0.099, p<0.01)，表明随着分析师关注度的提高，企业社会责任

战略的信息传递机制更有效，地区制度期望落差下企业实施社会责任响应行为的动机更强，假

表 2    地区制度期望落差与企业社会责任响应行为之间的关系检验结果

(1) (2) (3) (4) (5) (6) (7)

|I1(Pi,t−1−Ai,t−1)<0|
0.101**

(0.035)
0.095**

(0.035)
0.132***

(0.036)
0.103***

(0.034)
0.112***

(0.036)
0.135***

(0.038)

|I1(Pi,t−1−Ai,t−1)<0|×Charityi,t−1

0.006***

(0.001)
0.004**

(0.001)

|I1(Pi,t−1−Ai,t−1)<0|×Analysti,t−1

0.115***

(0.016)
0.099***

(0.014)

|I1(Pi,t−1−Ai,t−1)<0|×Slacki,t−1

0.473***

(0.135)
0.253**

(0.116)

|I1(Pi,t−1−Ai,t−1)<0|×Perfpbai,t−1

−1.353***

(0.398)
−1.052**

(0.373)

Charityi,t−1
0.004

(0.002)
0.003

(0.002)
0.002

(0.002)
0.002

(0.002)
0.003

(0.002)
0.003

(0.002)
0.002

(0.002)

Analysti,t−1

0.197***

(0.012)
0.197***

(0.012)
0.197***

(0.012)
0.194***

(0.014)
0.196***

(0.012)
0.198***

(0.013)
0.195***

(0.014)

Slacki,t−1
0.280

(0.201)
0.294

(0.202)
0.290

(0.200)
0.273

(0.194)
0.257

(0.213)
0.288

(0.198)
0.248

(0.199)

Perfpbai,t−1

−1.078***

(0.348)
−1.098***

(0.346)
−1.092***

(0.345)
−1.088***

(0.359)
−1.075***

(0.346)
−0.836**

(0.350)
−0.870**

(0.349)

Lifei,t−1
0.088

(0.056)
0.091

(0.057)
0.091

(0.056)
0.097

(0.057)
0.091

(0.057)
0.097

(0.056)
0.100

(0.057)

Sizei,t−1

0.339***

(0.025)
0.341***

(0.025)
0.340***

(0.026)
0.334***

(0.024)
0.340***

(0.026)
0.338*

(0.025)**
0.332***

(0.024)

Perfpaai,t−1

1.804**

(0.631)
1.806**

(0.635)
1.801**

(0.636)
1.868**

(0.643)
1.837**

(0.629)
1.745**

(0.627)
1.824**

(0.640)

Debti,t−1

−0.474***

(0.126)
−0.478***

(0.131)
−0.482***

(0.131)
−0.465***

(0.128)
−0.482***

(0.128)
−0.476***

(0.127)
−0.471***

(0.125)

Dualityi,t−1

0.155***

(0.027)
0.152***

(0.027)
0.150***

(0.027)
0.149***

(0.025)
0.152***

(0.027)
0.151***

(0.026)
0.147***

(0.025)

Boardi,t−1
−0.008
(0.009)

−0.008
(0.009)

−0.008
(0.009)

−0.008
(0.009)

−0.008
(0.009)

−0.008
(0.009)

−0.008
(0.009)

Esharei,t−1

−0.009***

(0.001)
−0.009***

(0.002)
−0.009***

(0.002)
−0.009***

(0.002)
−0.009***

(0.002)
−0.008***

(0.002)
−0.009***

(0.002)

Owni,t−1

1.392***

(0.241)
1.394***

(0.237)
1.398***

(0.236)
1.417***

(0.237)
1.410***

(0.240)
1.402***

(0.242)
1.431***

(0.244)

Privatei,t−1

0.540***

(0.147)
0.538***

(0.144)
0.540***

(0.143)
0.547***

(0.147)
0.536***

(0.144)
0.541***

(0.144)
0.548***

(0.147)

|I1(Pi,t−1−Ai,t−1)>0| −0.105
(0.068)

−0.108
(0.067)

−0.109
(0.068)

−0.099
(0.069)

−0.109
(0.065)

−0.109
(0.067)

−0.103
(0.069)

Firm effects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Year effects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stant
−7.770***

(0.578)
−7.920***

(0.548)
−7.910***

(0.532)
−7.872***

(0.540)
−7.912***

(0.559)
−7.912***

(0.569)
−7.861***

(0.552)
N 20 090 20 090 20 090 20 090 20 090 20 090 20 090

Adjusted-R2 0.362 0.362 0.362 0.362 0.362 0.362 0.362
F 7 018.28 6 046.50 7 079.84 5 110.22 1 176.38 3 615.01 835.95

　　注：*** p<0.01, ** p<0.05, * p<0.1；括号内为Driscoll-Kraay标准误。

第 3 期 地区间制度期望落差与企业社会责任响应行为 69



设3得到验证。再次，模型(5)检验了企业的资源禀赋对地区制度期望落差与企业社会责任响应

行 为 之 间 关 系 的 调 节 效 应 。 结 果 显 示 ： 资 源 禀 赋 与 地 区 制 度 期 望 落 差 的 交 互 项

(|I1(P i , t−1−A i , t−1)<0|×Slack i , t−1)系数显著为正 (coef.= 0.473, p<0.01)，且在全模型 (7)中依然稳健

(coef.=0.253, p<0.05)，表明企业的资源禀赋越充足，管理者将具备更好的基础条件和战略弹性

实施社会责任战略，地区制度期望落差下企业实施社会责任响应行为的程度越高，假设4得到

验证。最后，模型(6)检验了绩效期望落差对地区制度期望落差与企业社会责任响应行为之间

关 系 的 调 节 效 应 。 结 果 显 示 ： 绩 效 期 望 落 差 与 地 区 制 度 期 望 落 差 的 交 互 项

(|I1(Pi,t−1−Ai,t−1)<0|×Perfpbai,t−1)系数显著为负 (coef.=−1.353, p<0.01)，且在全模型(7)中依然稳健

(coef.=−1.052, p<0.05)，表明绩效不佳产生的经营困境将削减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战略的可调配

资源，导致企业将有限的资源和注意力转移至短期生存目标，从而负向调节地区制度期望落差

下企业实施社会责任响应行为的程度，假设5得到验证。

五、  稳健性检验

（一）地区制度期望落差的替代性检验

上文采用企业i同行竞争者注册地所在省份t−1期的平均制度水平来衡量企业i在t−1期的制

度期望。为了降低变量测度差异导致研究结论存在的偶然性，该部分将进一步采用企业 i同行

竞争者注册地所在省份t−1期与t−2期的加权平均制度水平来衡量企业i在t−1期的制度期望，重

新检验地区制度期望落差与企业社会责任响应行为之间的关系及调节效应。地区制度期望落

差的替代性检验结果（留存备索）显示，本文大部分假设均得到验证，表明本文的研究结论在

更换自变量测量方式后依旧具有较高的稳健性。

（二）企业社会责任响应行为的替代性检验

该部分进一步采用由和讯网披露的企业社会责任分项得分来衡量社会责任响应行为的程

度。该报告从股东责任、员工责任、供应商、客户和消费者权益责任、环境责任和社会责任五项

内容进行考察，其中社会责任项分设贡献价值二级指标与所得税占利润总额比、公益捐赠金额

三级指标进行全面评价，是一个较为综合的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指标。该部分选取社会责任分项

得 分 重 新 进 行 检 验 ， 由 于 和 讯 网 数 据 自 2010年 起 披 露 ， 进 行 替 代 性 检 验 的 样 本 期 间 为

2010—2020年。更换因变量企业社会责任响应行为测量方式后的检验结果（留存备索）显示，

本文的大部分假设均得到验证，表明研究结论在更换因变量测量方式后依旧具有较高的稳

健性。

（三）基于工具变量法的内生性检验

为避免企业社会责任响应行为与地区制度期望落差之间存在反向因果关系而产生内生性

问题，该部分进一步借助工具变量和二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内生性检验。工具变量选择

城市夜间灯光数据，原因如下：第一，夜间灯光数据能够较好地衡量该城市的发展活力，工具

变量数值越大，说明该地区市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王贤彬等, 2017)，这与地区制度期望落差存

在高度负相关；第二，夜间灯光数据不会影响某个企业制定社会责任响应决策，因此也符合无

关性要求。基于工具变量法的内生性检验结果（留存备索）显示，本文的研究假设均得到验证，

表明研究结论在控制内生性后具有较高的稳健性。

（四）Heckman二阶段检验

本文采用企业慈善捐赠数额的自然对数来衡量企业社会责任响应行为，并利用0值补充样

本 内 企 业 未 披 露 慈 善 捐 赠 数 额 的 观 测 个 体 ， 可 能 导 致 因 变 量 存 在 选 择 偏 差 。 该 部 分 利 用

70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2022年第3期



Heckman二阶段估计方法来处理上述内生性问题。具体而言，采用同行业排除本企业外其他企

业慈善捐赠的平均披露比率作为工具变量，原因如下：一方面，企业所在行业中其他企业的慈

善捐赠平均披露比率越高，本企业越容易受到同行其他企业的影响而披露该数据，因此具有较

高的相关性；另一方面，同行其他企业是否披露慈善捐赠数额并不会显著影响本企业实际的慈

善捐赠决策，因此具有严格的外生性。Heckman二阶段估计结果（留存备索）显示，本文的研究

假设均得到验证，表明研究结果在考虑样本选择偏差问题后依旧具有较高的稳健性。

六、  研究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持续推进市场经济建设与经济制度转型，不断提升的制度环境水平

促进了中国市场企业的繁荣发展。但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新兴经济体与转型经济体，市场仍

面临正式制度的缺位和地区性的不均衡(陈凌和王昊 , 2013; 李雪灵等 , 2018)，导致企业需要通

过积极参与或建设支持机制进行复杂的替代性安排(Webb等 , 2014)。而企业行为理论的研究表

明，组织及管理者的决策动机通常并非源于目标达成的绝对水平，而是源于其与不同参考群体

相互比较的结果(Cyert和March, 1963)。基于此，本文认为当企业处于实际制度水平低于制度期

望水平的“不满意”状态时，决策者将通过社会责任战略响应减轻不确定性影响、降低合约风

险、建立非正式社会网络，以填补正式制度的相对空隙。

本文以2007—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结合企业行为理论逻辑框架与制度理论

探讨地区制度期望落差对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响应的影响，通过实证分析得到以下结论：第一，

地区制度期望落差将增加企业资源获取难度和经营不确定性，加剧信息不对称和合约风险，破

坏市场的形成及有效性，促使企业通过社会责任战略响应行为来弥补正式制度空隙。第二，企

业通过模仿同行业企业以降低不确定性和决策成本，同行业领先企业具有信息优势与成功经

验，更容易被了解和模仿，从而较高的同行业领先企业社会责任水平将强化地区制度期望落差

与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响应的正向关系。第三，分析师关注度能够有效提高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

传播广度和解读深度，且目前分析师大多对企业社会责任持积极态度，从而分析师关注度能够

提高社会责任战略的有效性，并提升企业采取社会责任战略响应的动机。第四，资源禀赋为企

业社会责任战略的执行提供资源保障并提高管理者的经营自主权，从而将提高地区制度期望

落差下企业执行社会责任战略响应的能力。第五，绩效期望落差一方面减少企业的资源能力，

另一方面导致管理者将有限的注意力和资源转移至短期财务目标，从而削弱地区制度期望落

差下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战略响应的能力。

（二）理论启示

本文可能存在以下几方面的理论启示：（1）拓展了关于制度环境影响企业战略响应的研

究。已有文献主要基于制度发展绝对水平展开，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制度发展相对水平的研

究；尽管制度距离研究关注到国家间制度发展相对差距对跨国企业战略的影响，但其局限于国

家间而缺乏国家内部地区间的研究。本文结合企业行为理论的绩效期望反馈逻辑与制度理论，

提出“制度期望落差-战略响应行为”的研究框架，拓宽了以制度发展绝对水平为主导的研究范

围，为探讨企业战略响应的制度前因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2）拓展了组织绩效反馈研究对非

财务目标的探讨。尽管组织绩效反馈研究在近20年里蓬勃发展，但已有文献大多聚焦于对财务

绩效(ROA、ROE、营业收入等)期望的探讨，而对非财务管理目标的绩效反馈如何驱动企业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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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行为的探索略显不足。本文将制度效率目标纳入绩效反馈模型中，通过提出“制度期望落

差”这一概念来探讨消极的制度反馈如何驱动企业战略响应行为，丰富了企业行为理论研究中

组织管理目标的多样性，也为后续学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其他管理目标给予启发。（3）丰

富了企业面临制度空隙时非市场战略响应行为的研究。大量关于新兴市场制度的研究虽讨论

了制度空隙如何影响企业的市场化战略响应行为，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其对非市场战略响

应行为的影响。本文从制度期望反馈视角讨论了制度期望落差对企业社会责任响应行为的影

响机制，补充了以往制度研究对非市场战略响应的关注不足，更贴合新兴市场与转型经济制度

背景下的独特性战略响应。（4）完善了制度期望反馈作用的情境机制。作为首次从制度期望落

差视角探究企业战略响应制度前因的研究，本文同时关注了影响制度期望落差反馈作用的情

境机制，通过探讨同行业领先企业的社会责任水平、分析师关注度、资源禀赋及绩效期望落差

对地区制度期望落差与企业社会责任响应行为之间关系的调节机制，完善了影响制度期望反

馈机制作用的情境因素。（5）拓展了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内部制度发展相对水平的研究。目前关

于新兴经济体国家制度的研究大多聚焦于一国整体制度发展水平对本国市场或本国企业战略

响应的影响，而对转型经济体国家内部不同地区制度发展水平的相对差距有所忽视。本文基于

中国转型经济的特殊情境，重点关注国内各省份制度发展的差异性与非均衡特征，为后续探究

一国内部制度发展水平对企业战略行为的影响提供了参考。

（三）实践启示

本文的研究结论还为新兴市场制度建设与企业实践提供了重要启示：（1）新兴市场国家需

要在加快提升地区市场化发展水平的同时，规范正式制度与替代性支持机制共同参与企业治

理的协同模式。一方面，推动地区的市场化建设能够提升当地企业经营的环境稳定性、市场透

明度以及中介机构完善度，降低交易成本，提升市场有效性；另一方面，规范非正式制度参与

公司治理的过程，强化对替代性支持机制作用的监管，有助于保障市场交易的规范性与公平

性。（2）加强行业领先企业的示范效应和带头效应，构建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响应的行业自治模

式。行业领先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不仅能够为行业内其他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义务提供示范

和参考，也能够提升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从而影响全行业企业乃至消费者对社会责任的重视

与履行，对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价值。（3）加快完善资本市场的建设，同时拓宽非正式制度对企

业治理的参与渠道。完善的资本市场能够有效提升市场信息透明度，在降低市场交易成本与合

约风险的同时对企业有效监管；而诸如新闻媒体、舆论点评等由社会公众参与监督治理的非正

式制度机制能够广泛监督企业的违规行为，督促正式监管单位有效介入，保障社会公众的权

益，最终促进企业主动维护组织合法性并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义务。（4）优化组织和管理者资源

分配与战略执行的效率，构建兼顾经济利益与社会责任目标的多元化协调发展模式。研究结论

表明，在制度期望落差与绩效期望落差共同作用的情境下，管理者对社会责任战略的资源分配

与战略执行程度存在差异。因此，管理者在面对互相矛盾甚至冲突的经营目标时，收集和比较

相关的市场与经营信息，在综合考虑多元目标的重要性、严重性和紧迫性等原则的情况下，合

理分配注意力和企业战略资源并提高执行效率。

本文仍存在以下几点不足，有待未来进一步研究补充：首先，本文参考企业行为理论强调

绩效期望落差对战略响应行为影响的研究，重点关注了制度期望落差主题，而未来研究可以进

一步探究制度期望顺差对企业战略响应的影响。其次，本文着重于制度期望落差对企业社会责

任战略响应的影响，未来研究可以将更为普遍的市场化响应行为整合至上述研究框架之中，以

完善制度期望落差的作用机制和作用结果。最后，本文以上市企业作为样本来源，这类企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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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相对更大、信息披露透明度相对更高、资源能力相对更强，相对而言，非上市企业无论是

企业治理水平还是资源能力均相对逊色，制度期望落差为这类企业带来的困境和挑战更加严

峻。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以非上市企业、中小企业、新创企业等作为研究对象，相关研究将在

理论贡献与实践意义上更加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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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al Institutional Aspiration Gap and CSR Response: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Chinese Listed Companies

Lian Yanling,  Li Qin,  Zheng Weiwei
( Faculty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

Summary: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ese  firms,  while  enjoying  the

development  dividends  of  market  economy,  also  face  the  unique  challenges  of  China’s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which  has  bo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merging  economy” and

“transitional economy”. Most of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discusses China’s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under  the  general  background  of  being  an  emerging  economy,  ignoring  the  particularity  of

China’s  regional  institutional  differences  and disequilibrium,  and focuses  on the  market  strategy

with  a  slight  focus  on non-market  strategy.  Therefore,  i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for  the

academia  and  practice  to  explore  how  Chinese  firms  effectively  deal  with  the  institutional

differences and disequilibrium in China.

Based  on the  institutional  theory  and  the  behavioral  theory  of  firms,  this  paper  defines  the

gap between the actual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firm’s location and the institutional

aspiration  level  of  other  firms’  locations  in  the  same industry  as  regional  institutional  aspiration

gap, and discusses the firm’s CSR response under the relative institutional gap. Using the data of

Chinese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07  to  2020,  this  paper  draws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The

regional institutional aspiration gap promotes firms to increase CSR strategic response to reduce

the  impact  of  uncertainty,  release  positive  reputation  signal  and  build  social  networks  to  fill  the

relative  institutional  dilemma.  The  CSR level  of  leading  peer  firms  and  analysts’  attention  will

enhance  managers’  motivation,  thereby  strengthening  the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stitutional  aspiration  gap  and  CSR response.  Resource  endowment  provides  firms  with  more

resources  and  capabilities,  so  that  it  strengthens  the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stitutional

aspiration gap and CSR response, while the performance aspiration gap plays the opposite role.

This  paper  has  the  following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First,  it  broadens  the  research

paradigm dominated by the absolute level of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provides a new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the  institutional  antecedents  of  strategic  response,  and  enriches

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  goals  in  the  study  of  the  behavioral  theory  of  firms.  Second,  the

comparison of regional institutional aspiration gap takes place in regions within a country, which

expands the comparison reference group in the institutional distance research. Third, China is in a

period of economic transition where non-market factors have a much more important impact on

business  success  in  China  than  in  Western  countries.  Incorporating  CSR  as  an  important  non-
market strategy into the strategic response of institutional aspiration gap has a stronger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value.  Fourth,  it  emphasizes  that  there  exists  special  circumstances  of  institutional

complexity, such as regional institutional differences and disequilibrium, the coexistence of market

and non-market logics and so on under China’s 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 environment.

Key words: regional institutional aspiration; CSR; strategic response; the behavioral theory of

firms; the institutional theory
（责任编辑：王西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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